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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创业团队的成员异质性程度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团队互动过程以及团队

整体绩效表现。 认知多样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团队认知的差异会有利于信息以及知

识的整合；另一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团队成员的“分类”归属，进而产生情感疏

离。 本研究基于分类 －加工模型框架，从信息决策和社会分类两个理论视角出发，构建

“认知多样性—知识分享 ／ 情感支持—团队绩效”的双中介模型，并探究积极 ／ 消极路径在

多样性观念的调节作用下是否得到增强 ／ 削弱。 通过对 １１０ 个创业团队的“领导—下属”配
对样本进行分析，得到结论：（１）团队认知多样性对知识分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情感支

持有显著的负向影响；（２）知识分享与情感支持在认知多样性与团队绩效之间发挥双重中

介作用；（３）多样性观念正向调节知识分享在认知多样性和团队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并负

向调节情感支持在认知多样性与团队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当团队认为多样性有益时（多
样性观念较高），认知多样性的积极路径（即认知多样性—知识分享—团队绩效）会得到加

强，而消极路径（即认知多样性—情感支持—团队绩效）会得以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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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周易》有言：“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表达“不同人对待同一事件持不同看法”
乃稀疏平常。 与之类似，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也有名言：“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由

此对“异见”的意见似乎一直以来争论不休。 儒家讲求“中庸之道”，多“折中”而少“极致”，推及其

对待“异见者”，也应该不会“一棒子打死”；墨家以“尚同”为根基，强调“上下秉承”，也多了寻求

“一致”的法则；道家追求“道法自然”与“无为”之智，仿佛是对“异见”的最大容忍。 而现如今，关
于“异见”的探讨更为深入的框定为较为中性的表达“多样性”。

“多样性”话题历年来广受学术界和实践界追捧，特别是与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所带来的日新

月异相比，单枪匹马已经无法满足复杂任务的工作要求，于是团队工作形式普及化，由此关于“团
队多样性”的研究屡见不鲜（梁巧转等，２００８） ［１］。 特别是对于创业团队而言，团队的多样性程度对

团队效能的影响更为关键。 近年来，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号召下，创业企业雨后春笋般涌

现，创业团队也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创业企业能否脱颖而出更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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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创业团队初始知识资源，而多样性认知的团队成员能够提供更丰富、有效的知识资源，为成功

创业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因此，创业团队多样性对团队绩效影响成为本文研究的话题。
团队多样性，简而言之是指团队成员感知到的，彼此之间在某种属性上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既

包括表层多样性（多指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例如性别、年龄、学历等），也包括深层多样性（价值

观、态度、思考方式等） （Ｂｏｗｅｒｓ 等，２０００［２］；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和 Ｏ􀆳Ｒｅｉｌｌｙ，１９９８［３］ ）。 其中，认知多样性是深

层多样性的一种，指团队成员在思维方式、观念理念、知识技能以及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Ｋｉｌｄｕｆｆ 等，２０００） ［４］。 本文之所以锁定认知多样性是由于：其一，表层多样性是深层多样性的前

因，即表层多样性（例如年龄）会使个体经历不同的时代故事并由此获得差异质化认知等（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等，２００２） ［５］，并且深层多样性对团队的影响要远大于表层多样性（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等，１９９８） ［６］；其二，本研

究意欲探究多样性与团队绩效的关联，而认知多样性包含思考方式的差别、知识技能的差异以及价

值观的异质等，是引发复杂的团队过程的重要“根源”，也将毋庸置疑的影响团队的绩效表现。
目前，关于认知多样性与团队绩效关系的探讨有一定局限性。 最大的局限性在于：认知多样性

对团队绩效的影响并无一致结论，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和理论得到不同洞见。 有学者坚持认为认知

多样性对团队运行有积极作用，例如，Ｓｈｉｎ 等（２０１２） ［７］ 认为，认知多样性有益于创新绩效，特别是

在变革型领导的带领下，认知差异会发挥很大的益处。 也有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例如，Ｏｌｓｏｎ 等

（２００７） ［８］认为，认知多样性会引发团队冲突和不信任进而对团队决策产生阻碍。 目前为止，关于

认知多样性对团队绩效的影响缺少较为综合的视角的整合分析。 因此，“认知多样性如何影响团

队过程？”“认知多样性的积极 ／消极作用发生的机制是什么，其综合影响如何？”“在什么情况下，认
知多样性的积极 ／消极效应会得到加强 ／减弱？”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有助于挖掘认知多样性对团

队绩效的积极效应，并抑制其消极作用。
本研究以分类 －加工模型（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ＣＥＭ）为理论架构（ｖａｎ Ｋｎｉｐｐｅｎｂｅｒｇ

等，２００４） ［９］，进一步梳理认知多样性对团队绩效的辩证影响。 ＣＥＭ 理论框架整合了信息决策和社

会分类两个视角，进而提出多样性会引发整合（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和分类（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两个过程。 从整

合视角来看，团队认知多样性会激发信息加工过程机制。 根据信息决策理论，多样性的团队可以较为

容易地获取异质化的资源和信息，因此会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从而

有利于团队掌握更为全面的知识与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对团队任务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有利于团队

发挥更好的绩效表现。 然而，如果认知多样性程度比较低，团队成员有相对同质的朋友圈，只有单一

的渠道和途径获取信息和知识，不太可能接触到全面的信息，自然也难以有效地分享与掌握信息，抑
制团队绩效的提升（Ｍｅｙｅｒ 和 Ｓｃｈｏｌｌ，２００９） ［１０］。 基于分类视角来看，团队认知多样性会激发社会分类

过程机制，根据社会分类理论，在认知差异程度高的团队中，对于与自己有某些认知差异的成员，团队

成员会产生本能的排斥，会倾向于把别人的“异见”看作为对自己的“漠视或者挑衅”，进而造成人际

关系紧张以及情感疏离，进而会对团队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刘冰和蔺璇，２０１０） ［１１］；相反，认知差异较

低的团队可以相处较为和谐和融洽，针对同一问题更可能形成统一性意见，如此以来，对待一个亟需

互相合作才能有效完成的任务来讲，过多的认知差异反而会适得其反（Ｈｏｇｇ 和 Ｔｅｒｒｙ，２０００） ［１２］。
然而，在认知多样性与团队绩效的关系中，“整合”和“分类”两个路径在某种程度上是相悖的。

“整合”的路径有利于团队绩效，而“分类”路径却并不利于团队绩效。 如何理解这种存在冲突的关

系，需要加深讨论并进行对比分析。 更为深入的讲，如何促进“整合”路径并抑制“分类”路径，是解

决“如何有效利用认知益处促进团队绩效”的关键，而与之关系最为紧密的情境变量无疑是团队成

员对待多样性的态度（即团队成员排斥还是认可多样性）。 本文选择多样性观念作为代表变量，代
表团队成员是否认为多样性有益于团队发展（Ｖａｎ Ｄｉｃｋ 等，２００８） ［１３］，它像一个开关按钮，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着认知多样性的路径选择，抑或是影响两支路径（“整合”和“分类”）的作用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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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其一，本研究以“ＣＥＭ”为整体框架，从“整合”和“分类”两个视角出发探讨认知多

样性对团队绩效的双中介机制，旨在对积极路径以及消极路径进行综合分析。 其二，权变探讨的实

质在于对情境变量的考量，团队成员的多样性观念不仅会影响成员对“认知多样性”的认知，也会

影响其对积极或消极路径的选择。 简而言之，本研究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于：对于创业团队来讲，作
为“双刃剑”的认知多样性在什么情境下，通过什么路径影响团队绩效。

二、 研究理论与假设

１． 认知多样性对团队绩效影响的理论基础

关于多样性的研究，存在两个理论视角：信息决策理论和社会分类理论。 信息决策理论强调信

息和资源在团队过程中的发挥的关键作用，指出认知多样性程度高的团队，可以获得更多更全面的

资源和信息，有利于全面了解任务并推进任务的进展（Ｅｌｌｉｓ 等，２０１３［１４］；Ｍｅｙｅｒ 和 Ｓｃｈｏｌｌ，２００９［１０］ ）。
而社会分类理论认为团队成员会根据个人属性差异将人进行归类，与自己有某些相同特质的人被

归为“圈内人”，而差别较大的人归为“圈外人”，并在日常工作交往中对组织内部的“圈内人”和

“圈外人”进行区别对待（ｖａｎ Ｋｎｉｐｐｅｎｂｅｒｇ 和 Ｓｃｈｉｐｐｅｒｓ，２００７） ［１５］。
目前为止，一部分研究基于信息决策的视角研究多样性的积极效应；一部分研究基于社会分类

视角研究多样性的消极效应。 为了更好地揭示认知多样性的“亦正亦邪”效应，ｖａｎ Ｋｎｉｐｐｅｎｂｅｒｇ 等

（２００４） ［９］提出了分类 － 加工模型（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ＣＥＭ），试图从一个更为整合的

视角探究多样性对团队效能的影响。 ＣＥＭ 整合了信息决策理论和社会分类理论，认为多样性会通

过影响整合过程和分类过程，进而影响团队效能，并且任何一种多样性都会通过整合和分类两个过

程进而发挥积极和消极的效应。
在本研究情境中，一方面，基于整合过程（即信息决策视角），如果创业团队的成员具有较大的

认知差异，那么成员会接触到更加有效及时的多样信息和知识源，对团队任务产生更多差异化的理

解，并且认知差异越大，认知资源（生活经验和生活经历）就会越丰富，这样团队成员之间有更大可

能性进行有益的知识和信息共享，进而有益于团队绩效的提升（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和 Ｏ􀆳Ｒｅｉｌｌｙ，１９９８） ［３］；另一

方面，基于分类过程（即社会分类视角），如果创业团队的成员认知差异较大，会导致团队内“小团

体”的出现和盛行，“小团体”外的成员会遭遇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排挤，由此，团队成员感受不到来

自其他成员的情感支持，必然会有损团队的有效运行（Ｊｅｈｎ 等，１９９９） ［１６］。
２． 认知多样性、知识分享与团队绩效

认知多样性程度高的创业团队成员之间在知识技能、信息经验和价值观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
样不仅有利于获取多样化的信息、资源和知识，为知识分享提供有效的资源储备，也会激发团队成

员产生多元化思考，进而促进团队展开基于任务的良性交流和反思（陈星汶等，２０１５） ［１７］，并在此分

享过程中，团队成员的知识存储量会得到质与量的提升（Ｐｉｅｔｅｒｓｅ 等，２０１１［１８］；章振等，２０１２［１９］）。
知识分享的过程，是将自己的信息、经验以及对任务的认知共享给团队成员（Ｗａｎｇ 和 Ｎｏｅ，

２０１０［２０］；徐二明等，２００６［２１］）。 对于日益复杂且变化莫测的环境来讲，仅靠一个人的力量完成所有

工作任务已经不适用。 只有团队经常会针对任务进展情况进行深入交流，能够理智地分析任务瓶

颈，在不断讨论中把控团队任务的进展过程，并善于将团队成员的信息、知识及看法进行汇总分析，
才能时刻把控任务进展方向，并满足复杂任务的要求（Ｃｕｍｍｉｎｇｓ，２００４） ［２２］。 相反，如果成员隐藏

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不愿意与其他成员共享自己的知识成果，那么团队就像是一盘散沙，不能形成

成熟的任务想法，也不能有效完成团队任务（Ｇｉｌｓｏｎ 等，２０１３） ［２３］。
信息决策理论以信息对决策的强作用为根基，强调多样性带来的知识融合、信息集成以及资源

整合的集聚效应。 而知识、信息以及资源优势效应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源共享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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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ｍａｎ 等，２００７［２４］；高中华和赵晨，２０１５［２５］）。 具体来讲，多样性程度高的团队，不仅在信息、资源

方面有更多的获取渠道，也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价值观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会产生更多思考问

题的视角（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和 Ｒｉｎｇｓｅｉｓ，２００１） ［２６］。 全面信息和多样视角的加成，必然有利于对任务情况

的清晰认识和深入思考，团队成员彼此之间会分享自己的知识、信息以及想法，并在这个共享过程

中，团队成员会形成对任务更加全面的理解，因此会有益于团队产生更高的绩效（Ｋｅａｒｎｅｙ 等，
２００９［２７］；尤树洋等，２０１３［２８］）。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ａ：团队认知多样性对知识分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Ｈ１ｂ：知识分享部分中介团队认知多样性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
３． 认知多样性、情感支持与团队绩效

情感支持简单来讲就是指团队成员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与互动情况。 异质性较大的团队成

员，更容易区分小群体，将与自己差别较大的成员列为“圈外人”，并且主观意愿上善待“圈内人”，
并排斥“圈外人”，进而引起成员之间情绪上的摩擦，导致人际关系的逐渐恶化，即不利于彼此之间

互相理解与沟通（Ｏｌｓｏｎ 等，２００７［８］；Ｐｅｌｌｅｄ 等，１９９９［２９］ ），并且认知的差异性越大，就越容易产生类

别归属的概念，进而更不利于情感互信和支持。
如果团队成员之间情感信任和支撑出现危机。 一方面，人际关系的不协调会影响成员之间的

良好互动，产生互动的焦虑感（Ｄｉｊｋｓｔｒａ 等，２００５） ［３０］，进而导致人际关系紧张，从而降低与其他团队

成员的合作意愿（Ｄｅ Ｄｒｅｕ，２００６） ［３１］，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阻碍工作的投入值与产出水平；另一方

面，情感危机不仅会带来成员之间的隔阂，也会花费成员更多的精力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以达成自

我认知平衡，进而使其缺乏足够的精力应对任务环境的突变，从而导致任务进展不能随机应变，抑
制团队绩效（Ｙｏｎｇ 等，２０１４） ［３２］。

社会分类理论重视认知差异带来的类别归属感，并由于这种特定的“类别”概念而引发基于情感

的矛盾和危机，进而抑制团队有效运行（Ｔｅｋｌｅａｂ 和 Ｑｕｉｇｌｅｙ，２０１４） ［３３］。 团队成员的异质性程度越大，
越容易产生情感上的疏离和人心背离，在进行任务决策时，甚至会基于关系亲疏远近做出判断，而无

视任务需要，这种较为严重的关系冲突，很容易导致任务难以进行，有损团队绩效的发挥（Ｏｌｓｏｎ 等，
２００７［８］；刘咏梅等，２０１４［３４］）。 相反，如果团队成员较为同质，他们会自然而然归为一类人，在进行沟

通交流时会更加舒服自在，也会给予对方更多的关怀和照顾。 简单来讲，由于认知差异而带来的类别

归属，会严重危害团队成员间的情感支持和互信，进而不利于团队绩效。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ａ：团队认知多样性对情感支持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Ｈ２ｂ：情感支持部分中介团队认知多样性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
４． 多样性观念的调节作用

多样性观念简单来讲是指个人对多样性的态度，即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多样性有益于（或有害

于）团队效能的发挥（Ｖａｎ Ｄｉｃｋ 等，２００８） ［１３］。 本研究关注认知多样性，因此多样性观念具体来讲

是指团队成员认为认知多样性是否有益。 多样性观念一般基于个体的经验经历或者是刻板印象，
具有个体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对认知差异的解读（Ｓａｗｙｅｒｒ 等，２００５） ［３５］。 如果团队成员

认为认知差异可以为团队带来新鲜的异质化资源并有益于团队发展，那么团队成员会对认知差异

有很大的包容性，甚至会欢迎异见的产生，鼓励大家进行多样化多角度思考，并促使大家分享更多

的知识、经验以及信息，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将认知益处发挥到极致（Ｈｏｍａｎ 等，２００８） ［３６］。 反

之，如果团队排斥认知差异，认为多样性的认知会阻碍团队工作的有效进行，自然会降低团队成员

之间的沟通频率，不利于分享活动的开展。 简而言之，如果团队成员认为多样性有益（即多样性观

念较高）时，认知多样性与知识分享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
此外，如果团队成员认为多样性有益，也会降低多样性所带来的“分类”属性，降低多样性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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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响，对于本研究来讲，这个负面效应是指认知多样性所带来的情感疏离（即降低情感支持）。
具体来讲，价值观念、态度等的差异会导致交往方式的不同，也可能会产生与其他成员较大的心理

距离，影响互动关系交换的质量，并带来情感上的不理解与不信任（Ｖａｎ Ｋｎｉｐｐｅｎｂｅｒｇ 等，２００７） ［３７］。
但是，如果团队成员有更加包容的姿态对待存在认知差异的成员，成员感受到更多的来自领导和其

他成员的支持，既有言语鼓励，也有资源支持，成员对互动关系质量的差异不会过于重视，不至于过

于严重地影响彼此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Ｓｈａｎｏｃｋ 和 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２００６［３８］；Ｚａｈｅｅｒ 等，１９９８［３９］ ）。 简

而言之，在认知益处得到充分重视的团队里，认知差异所带来的情感疏离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疏

解。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ａ：多样性观念正向调节了团队认知多样性与知识分享之间的正向关系。
Ｈ３ｂ：多样性观念负向调节了团队认知多样性与情感支持之间的负向关系。
在以上论述中，本研究假定：一是知识分享会中介认知多样性与团队绩效的正向关系；二是情

感支持会中介认知多样性与团队绩效的负向关系；三是多样性观念会强化认知多样性对知识分享

的正向影响，降低认知多样性对情感支持的负向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分析：当团队成员认

为认知差异对团队有益时，团队成员会感受到包容支持的团队氛围，不会刻意隐藏对团队有利的信

息资源，而会倾向于与其他成员分享自己的信息、知识以及经验，并且在不断的共享与交流过程中，
加深对任务进展情况的掌握和了解，进而有利于团队产生较高的绩效；与此同时，当团队成员认可

多样性的益处时，也会减弱由于差异所带来的类别归属感以及所导致的情感疏离，团队成员较少会

产生非常严重的关系冲突，会尽量克制自己的消极情绪，进而减弱由于关系疏离所带来的对团队绩

效的消极影响。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ａ：多样性观点正向调节了知识分享在认知多样性和团队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Ｈ４ｂ：多样性观念负向调节了情感支持在认知多样性和团队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拟检验的理论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研究模型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三、 研究方法

１． 研究样本与程序

本研究对象选自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创业团队。 为了避免成员自评工作表现所带来的共

同方法偏差（自我报告偏差），本研究问卷采用团队领导与团队成员配对的方式，每个团队发放 １
份团队领导问卷和三个以上团队成员问卷。 本研究分三个时间点发放问卷，每次问卷发放间隔一

个月。 在第一个时间点（Ｔ１），由团队成员汇报个人背景信息（如性别、年龄等）、团队的认知多样性

以及多样性观念的情况。 在第二个时间点（Ｔ２），由团队成员评价团队的知识分享以及情感支持的

情况。 在第三个时间点（Ｔ３），由团队领导汇报个人背景信息（如性别、年龄等）和团队的背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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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类型、团队人数），并评价整个团队的绩效情况。
本研究第一次数据收集（Ｔ１）共发放 ６００ 份团队成员问卷，剔除不完整的问卷之后，共收回 ５２０

份有效问卷。 第二次数据收集（Ｔ２），将问卷发放给完成第一阶段问卷填答的员工，共收回有效问

卷 ４８４ 份。 第三次数据收集，共收回 １１５ 份团队领导问卷。 本研究将团队成员问卷和团队领导问

卷进行匹配，删除无法进行匹配的问卷，并剔除团队人数少于三个人的团队问卷，最终得到 １１０ 个

创业团队数据（１１０ 名团队领导和 ４５４ 名团队成员）用于后续研究。
在样本结构方面，对于团队成员来讲，４２􀆰 ３％为男性，５７􀆰 ７％为女性，平均年龄为 ２７􀆰 ９５ 岁；对

于团队领导来讲，６１􀆰 ５％为男性，３８􀆰 ５％为女性，平均年龄为 ３２􀆰 ５４ 岁，团队平均人数为 ４􀆰 １３。
２． 变量的测量

（１）认知多样性。 采用 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ｅｇｔ 和 Ｊａｎｓｓｅｎ（２００３） ［４０］的四题项量表。 测量题项包括“团队

成员在思考方式上的差异程度”“团队成员在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差异程度”等，由团队成员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量表评价本团队成员在认知水平上的多样性情况（从 １ ＝ “很小差异”到 ５ ＝ “很大差异”）。 量

表的信度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为 ０􀆰 ８８（大于管理学中常用的 ０􀆰 ７０），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由于本研究关注团队的认知多样性水平是否影响团队绩效，因此本研究需要将认知多样性

（由个人评价）汇聚到团队层面。 实证研究一般采用 Ｒｗｇ、ＩＣＣ（１）和 ＩＣＣ（２）对数据是否可以汇聚进

行评估。 Ｒｗｇ是用来检验相同团队内的成员对同一事物的评价是否一致。 而 ＩＣＣ 是对某一事物的

衡量中团队内差异与团队间差异的比例（刘军，２００８） ［４１］。 以上三个统计指标可被接受的范围是

Ｒｗｇ ＞ ０􀆰 ７，ＩＣＣ（１） ＞ ０􀆰 ０５，ＩＣＣ（２） ＞ ０􀆰 ５０（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２［４２］；Ｊａｍｅｓ 等，１９８４［４３］ ）。 认知多样性变量的

Ｒｗｇ平均值，ＩＣＣ（１）以及 ＩＣＣ（２）分别为 ０􀆰 ８５，０􀆰 ２３ 和 ０􀆰 ５３，很好的吻合“可汇聚”的要求。
（２）团队绩效。 采用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Ｍｕｌé 等（２０１６） ［４４］的四题项量表，测量题项包括“本团队实现了

所设立的目标”“本团队取得了很高的绩效”，由各个团队的领导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量表上评价本团队的

绩效情况（从 １ ＝ “非常不同意”到 ５ ＝ “非常同意”）。 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０􀆰 ８４。
（３）知识分享。 采用 Ｂａｒｔｏｌ 等（２００９） ［４５］的八题项量表。 测量题项包括“本团队成员积极搜集

有用信息与团队分享” “本团队成员会经常分享可能对团队工作有帮助的信息”，由团队成员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量表评价本团队成员的知识分享情况（从 １ ＝ “非常不同意”到 ５ ＝ “非常同意”）。 量表

的信度系数为 ０􀆰 ７９。 知识分享变量的 Ｒｗｇ平均值，ＩＣＣ（１）以及 ＩＣＣ（２）分别为 ０􀆰 ７８，０􀆰 ２７ 和 ０􀆰 ６０，
符合“可汇聚”的要求。

（４）情感支持。 采用 Ｍｅｔｈｏｔ 等（２０１５） ［４６］的五题项量表。 测量题项包括“本团队成员互相给予

鼓励与支持”“本团队成员之间可以互相理解与关心”，由团队成员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量表评价本团队成

员的情感支持情况（从 １ ＝ “非常不同意”到 ５ ＝ “非常同意”）。 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０􀆰 ９４。 情感支

持变量的 Ｒｗｇ平均值，ＩＣＣ（１）以及 ＩＣＣ（２）分别为 ０􀆰 ７５，０􀆰 ５３ 和 ０􀆰 ８２，说明汇聚可行。
（５）多样性观念。 采用 Ｖａｎ Ｄｉｃｋ 等（２００８） ［１３］的四题项的量表。 测量题项包括“我认为我们团

队会得益于认知存在差异的团队成员”“认知存在差异的团队成员组合在一起，有利于更好地完成

工作”，由团队成员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量表评价自己对待认知多样性的态度（从 １ ＝ “非常不同意”到５ ＝
“非常同意”）。 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０􀆰 ８２。 多样性观念变量的 Ｒｗｇ平均值，ＩＣＣ（１）以及 ＩＣＣ（２）分别

为 ０􀆰 ８４、０􀆰 ２１ 和 ０􀆰 ５２，吻合“可汇聚”的要求。
（６）控制变量。 以往的研究发现团队规模可能会影响团队绩效。 因此，本研究将团队规模作为控

制变量。 并且，人口统计学多样性会显著地影响团队过程以及团队绩效结果（Ｓｃｈｉｐｐｅｒｓ 等，２００３） ［４７］，
因此，本研究控制年龄多样性和性别多样性。 对于年龄多样性，本研究采用变化系数（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进行测量（即标准差除以均值）（Ａｌｌｉｓｏｎ，１９７８）［４８］。 对于性别多样性，本研究采用由 Ｔｅａｃｈｍａｎ
（１９８０）［４９］提出的 ｉｎｄｅｘ Ｈ ＝ －􀰑ｎ

ｉ ＝１Ｐｉ（ｌｎＰｉ）进行计算，其中代表某类别中团队成员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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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据分析与结果

１． 同源偏差检验

为控制共同方法偏差，本文采取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检验法，通过对研究所涉及所有题项进行未旋

转的主成分分析，发现因子分析抽取的第一主成分只解释了 ２２􀆰 ６６％ 的方差变异，低于 Ｈａｉｒ 等

（１９９８） ［５０］所建议的临界点 ５０％ ，表明绝大部分变异不能由单一因子解释，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

的影响力度有限。
２． 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进行假设检验之前，首先检验本文所涉及的量表的效度。 通过对比分析四因子基准模型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Ｍｏｄｅｌ，认知多样性、多样性观念、知识分享、情感支持）及三因子和单因子备选模型，结果

显示，四因子模型拟合较好（χ２（１８３） ＝ ４３７􀆰 ８７，ｄｆ ＝ １８３，ｐ ＜ ０􀆰 ０１，ＴＬＩ ＝ ０􀆰 ９０，ＣＦＩ ＝ ０􀆰 ９１，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５５），优于所有三因子及单因子备选模型（如表 １ 所示），并且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 ０􀆰 ５
且显著（ｐ ＜ ０􀆰 ０１），本研究所选量表的汇聚效度和区分效度良好。
表 １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χ２ ｄ． ｆ． ＴＬ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四因子模型 ４３７􀆰 ８７ １８３ ０􀆰 ９０ ０􀆰 ９１ ０􀆰 ０５５
三因子模型ａ ９５１􀆰 １９ １８６ ０􀆰 ７１ ０􀆰 ７４ ０􀆰 ０９５
三因子模型ｂ １０１２􀆰 ４４ １８６ ０􀆰 ６８ ０􀆰 ７２ ０􀆰 ０９９
三因子模型ｃ １０９０􀆰 ２４ １８６ ０􀆰 ６９ ０􀆰 ６５ ０􀆰 １０３
三因子模型ｄ １０１４􀆰 ８９ １８６ ０􀆰 ６８ ０􀆰 ７２ ０􀆰 ０９９
单因子模型ｅ ２３８４􀆰 ８５ １８９ ０􀆰 １７ ０􀆰 ２５ ０􀆰 １６０

　 　 注：ｎ ＝ ４５４；ａ 将认知多样性与知识分享合并为潜在因子；ｂ 将认知多样性与情感支持合并为潜在因子；ｃ 将认知多样性与多样

性观念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ｄ 将知识分享与情感支持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ｅ 将所有变量合并为一个变量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表 ２ 中，呈现本研究中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认知多样性与知识分享（ｒ ＝ ０􀆰 ２７，ｐ ＜
０􀆰 ０１）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情感支持（ｒ ＝ －０􀆰 ３０，ｐ ＜０􀆰 ０１）存在显著负相关。 而知识分享（ｒ ＝０􀆰 ２５，ｐ ＜
０􀆰 ０１）、情感支持（ｒ ＝０􀆰 ２８，ｐ ＜０􀆰 ０１）与团队绩效均有显著正相关。 此相关分析的结果为后续的假设

检验提供了初步的证据。 并且，认知多样性与团队绩效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ｒ ＝ － ０􀆰 ０２，ｐ ＞ ０􀆰 ０５），这
初步证实了认知多样性可能会通过不同的路径（积极或消极）进而对团队绩效产生影响，积极路径与

消极路径相互抵消会导致认知多样性与团队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另外，这也彰显了非线性研究的必要

性，认知多样性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倒 Ｕ 型曲线关系，太少的认知多样性，团队成员会因

循守旧，按照既定的工作方法工作，可能不适用于不断变化发展的环境，然而太多的认知多样性会带

来较多的团队冲突，也不利于团队绩效的发挥，因此，只有适当认知多样性才有利于团队效能的发挥。
表 ２ 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团队规模 ４􀆰 １３ １􀆰 ５９
年龄多样性 ０􀆰 １２ ０􀆰 ０９ ０􀆰 ０２
性别多样性 ０􀆰 ４６ ０􀆰 ２７ ０􀆰 ２６∗∗ ０􀆰 ０８
认知多样性 ２􀆰 ９４ ０􀆰 ５８ ０􀆰 ０７ － ０􀆰 ０７ ０􀆰 １０ （０􀆰 ８８）
知识分享 ３􀆰 ２９ ０􀆰 ４７ ０􀆰 ０７ ０􀆰 ０６ － ０􀆰 １３ ０􀆰 ２７∗∗ （０􀆰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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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情感支持 ２􀆰 ８５ ０􀆰 ９６ － ０􀆰 ００ － ０􀆰 １７ － ０􀆰 １１ － ０􀆰 ３０∗∗ ０􀆰 １０ （０􀆰 ９４）
多样性观念 ３􀆰 ９２ ０􀆰 ４４ － ０􀆰 ０２ ０􀆰 ２０∗ ０􀆰 ２２∗ ０􀆰 ０７ ０􀆰 １１ － ０􀆰 ０７ （０􀆰 ８２）
团队绩效 ３􀆰 ７９ ０􀆰 ６７ ０􀆰 ０８ － ０􀆰 ０７ － ０􀆰 １０ － ０􀆰 ０２ ０􀆰 ２５∗∗ ０􀆰 ２８∗∗ ０􀆰 ０８ （０􀆰 ８４）

　 　 注：团队样本数 ｎ ＝ １１０；∗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双尾检验）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４． 假设检验分析

（１）中介效应检验。 传统中介效应检验（Ｂａｒｏｎ 和 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 ［５１］ 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ｃ）
显著的限制条件有些严苛。 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可能存在积极和消极路径，造成总效应抵

消，ｃ 趋于 ０ 或统计上不显著。 因此，在检验该效应时，更科学的做法是：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回

归系数（ａ）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ｂ）以及 ａｂ 的乘积是否显著（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 等，２０００） ［５２］。
这种方法称为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一经提出便得到广大学者的认可，并且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应用（Ｃｏｌｅ 等，
２００８［５３］；Ｐｅｒｒｙ⁃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４［５４］；Ｓａｎｔｏｓ 等，２０１８［５５］；陈晨等，２０１５［５６］；温忠麟和叶宝娟，２０１４［５７］）。

本研究首先对认知多样性、知识分享、情感支持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

表 ３ 所示。 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团队规模、年龄多样性和性别多样性后，认知多样性与知识分享

（表 ３，Ｍ４，ｂ ＝ ０􀆰 ２３，ｐ ＜ ０􀆰 ０１）正相关，认知多样性与情感支持（表 ３，Ｍ７，ｂ ＝ － ０􀆰 ５１，ｐ ＜ ０􀆰 ０１）负相

关，假设 Ｈ１ａ和 Ｈ２ａ得到数据支持。 并且知识分享（表 ３，Ｍ３，ｂ ＝ ０􀆰 ３０，ｐ ＜ ０􀆰 ０５）和情感支持（表 ３，
Ｍ３，ｂ ＝ ０􀆰 １７，ｐ ＜ ０􀆰 ０５）均正向影响团队绩效。 回归检验的结果初步支持了中介效应的假设。
表 ３ 层级回归结果

变量
团队绩效 知识分享 情感支持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Ｍ５ Ｍ６ Ｍ７ Ｍ８ Ｍ９

控制变量

团队规模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６）
０􀆰 ０３

（０􀆰 ０６）
０􀆰 ０３

（０􀆰 ０６）

年龄多样性
－ ０􀆰 ５１
（０􀆰 ７４）

－ ０􀆰 ７０
（０􀆰 ７５）

－ ０􀆰 ４７
（０􀆰 ７３）

０􀆰 ４８
（０􀆰 ４９）

０􀆰 ３６
（０􀆰 ５０）

０􀆰 ３５
（０􀆰 ４７）

－ １􀆰 ９８
（０􀆰 ９８）

－ ２􀆰 ００
（１􀆰 ０１）

－ ２􀆰 ０２
（０􀆰 １０）

性别多样性
－ ０􀆰 ３１
（０􀆰 ２５）

－ ０􀆰 ３９
（０􀆰 ２５）

－ ０􀆰 ２３
（０􀆰 ２５）

－ ０􀆰 ３３∗

（０􀆰 １７）
－ ０􀆰 ３８∗

（０􀆰 １７）
－ ０􀆰 ３９∗

（０􀆰 １６）
－ ０􀆰 ２７
（０􀆰 ３４）

－ ０􀆰 ２７
（０􀆰 ３４）

－ ０􀆰 ２８
（０􀆰 ３４）

自变量

认知多样性
－ ０􀆰 ０３
（０􀆰 １１）

－ ０􀆰 ０４
（０􀆰 １１）

－ ０􀆰 ０２
（０􀆰 １２）

０􀆰 ２３∗∗

（０􀆰 ０８）
０􀆰 ２３∗∗

（０􀆰 ０８）
０􀆰 １３

（０􀆰 ０８）
－ ０􀆰 ５１∗∗

（０􀆰 １５）
－ ０􀆰 ５２∗∗

（０􀆰 １５）
－ ０􀆰 ６４
（０􀆰 １６）

中介变量

知识分享
０􀆰 ３０∗

（０􀆰 １４）

情感支持
０􀆰 １７∗

（０􀆰 ０７）

多样性观念
０􀆰 ２１

（０􀆰 １５）
０􀆰 １７

（０􀆰 １５）
０􀆰 １３

（０􀆰 １０）
０􀆰 １１

（０􀆰 １０）
０􀆰 ０２

（０􀆰 ２１）
－ ０􀆰 ００
（０􀆰 ２１）

交互项

认知多样性∗
多样性观念

０􀆰 １２∗∗

（０􀆰 ０３）
０􀆰 １５∗

（０􀆰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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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变量
团队绩效 知识分享 情感支持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Ｍ５ Ｍ６ Ｍ７ Ｍ８ Ｍ９

交互项

Ｒ２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１５ ０􀆰 １１ ０􀆰 １３ ０􀆰 ２２ ０􀆰 １３ ０􀆰 １３ ０􀆰 １７
Ｒ２ ０􀆰 ０３ ０􀆰 ０１ ０􀆰 １１ ０􀆰 １１ ０􀆰 ０２ ０􀆰 ０９ ０􀆰 １３ ０􀆰 １３ ０􀆰 ０４
Ｆ ０􀆰 ７３ ０􀆰 ９７ ２􀆰 ５８∗ ３􀆰 ３９∗ ３􀆰 ０５∗ ４􀆰 ７４∗∗ ４􀆰 ０３∗∗ ３􀆰 ２０∗ ３􀆰 ４６∗

０􀆰 ７３ １􀆰 ８８ ６􀆰 ３８∗∗ ３􀆰 ３９∗ １􀆰 ６３ １１􀆰 ６０∗∗ ４􀆰 ０３∗∗ ０􀆰 ０１ ４􀆰 ２９∗

　 　 注：团队样本量 ｎ ＝ １１０；∗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双尾检验）；表中列示的为非标准化系数，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ＳＥｓ）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为了进一步验证知识分享和情感支持在认知多样性与团队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本文采用 ＳＰ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来进行检验。 本研究将团队绩效放入结果变量框，认知多样性放入自变量框，知识分享和

情感支持放入中介变量框，将团队规模、年龄多样性与性别多样性放入协变量框，通过抽取 ５０００ 次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样本，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 如表 ４ 所示，认知多样性通过知识分享对团队绩效影响的间接

效应为 ０􀆰 ０７，且 ９５％的置信区间为［０􀆰 ００５３，０􀆰 １９３４］，不包含 ０，因此知识分享在认知多样性与团队绩

效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假设 Ｈ１ｂ得到数据支持。 认知多样性通过情感支持对团队绩效的间接影响

显著（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 －０􀆰 ０９，９５％ＣＩ ＝ ［ －０􀆰 １６０６， －０􀆰 ００９０］），假设 Ｈ２ｂ得到数据验证。
（２）调节效应检验。 检验调节变量之前，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后计算交互项，

以避免多重共线性。 结果呈现在表 ３ 中，交互项（认知多样性和多样性观念）对知识分享（Ｍ６，ｂ ＝
０􀆰 １２，ｐ ＜ ０􀆰 ０１）和对情感支持（Ｍ９，β ＝ ０􀆰 １５，ｐ ＜ ０􀆰 ０５）的回归系数显著。 Ｈ３ａ和 Ｈ３ｂ得以证实。 图 ２
和图 ３ 呈现了这种影响，分别以高于或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为基准，描绘不同多样性观念时（高 ／
低），认知多样性对知识分享以及情感支持影响的差异（Ｃｏｈｅｎ 等，２０１３） ［５８］。

图 ２　 多样性观念在认知多样性与知识分享之间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为表明交互作用的显著与否，本文对交互效应做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ｌｏｐｅ 检验（Ｐｒｅａｃｈｅｒ 等，２００６） ［５９］。 结
果显示，当团队成员认为多样性不利于团队发展（即多样性观念低）时，认知多样性对知识分享的

影响不显著（ｂ ＝ ０􀆰 ０２，ｐ ＞ ０􀆰 ０５），而当团队成员认为多样性对团队有益时，认知多样性对知识分享

的影响显著（ｂ ＝ ０􀆰 ３０，ｐ ＜ ０􀆰 ０１）。 并且，当多样性观念低时，认知多样性对情感支持的影响显著

（ｂ ＝ － ０􀆰 ４７， ｐ ＜ ０􀆰 ０１），而当多样性观念高时，认知多样性对情感支持的负向影响亦显著

（ｂ ＝ － ０􀆰 ３０，ｐ ＞ ０􀆰 ０１），但是相较于多样性观念较低时，负向效应得以减弱。 以上实证检验结果说

明，当团队成员认为多样性有益于团队时（即多样性观念高），会加强多样性的正向影响并减弱其

负向影响，即加强知识分享，并减少情感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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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多样性观念在认知多样性与情感支持之间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３）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假设 Ｈ４ａ和假设 Ｈ４ｂ提出认知多样性通过知识分享和情感支持对

团队绩效的间接影响受到多样性观念的调节。 为了检验这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本文使用 Ｌｉｕ 等

（２０１２） ［６０］建议的方法。 数据结果显示（如表 ４ 所示），在多样性观念较低时（ － １ＳＤ），多样性观念

通过知识分享对团队绩效产生的间接影响不显著（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 － ０􀆰 ０２，９５％ ＣＩ ＝ ［ － ０􀆰 １６９８，
０􀆰 ０５５１］），而在多样性观念较高时（ ＋１ＳＤ），认知多样性通过知识分享对团队绩效产生的间接影响显

著（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０􀆰 １０，９５％ＣＩ ＝ ［０􀆰 ０１１０，０􀆰 ３００２］）。 同理，在多样性观念较低时（ －１ＳＤ），多样性观

念通 过 情 感 支 持 对 团 队 绩 效 产 生 的 间 接 影 响 显 著 （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 － ０􀆰 １５， ９５％ ＣＩ ＝
［ －０􀆰 ３３４４， －０􀆰 ０４３０］），而在多样性观念较高时（ ＋１ＳＤ），认知多样性通过情感支持对团队绩效产生

的间接影响不显著（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 －０􀆰 ０６，９５％ＣＩ ＝ ［ －０􀆰 ２２６５，０􀆰 ０１２４］）。 简单来讲，当多样性观念

较高时（即团队认为多样性有益）时，认知多样性会正向影响知识分享进而影响团队绩效；而当多样性

观念较低时，认知多样性会负向影响情感支持进而影响团队绩效，假设 Ｈ４ａ以及 Ｈ４ｂ得到验证。
表 ４ 中介效应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分组统计 间接效应 Ｂｏｏｔ ＳＥ ９５％无偏置信区间

认知多样性→知识分享→团队绩效

中介效应 ０􀆰 ０７ ０􀆰 ０５ ［０􀆰 ００５３，０􀆰 １９３４］
条件中介效应

　 低多样性观念（ － １ＳＤ） － ０􀆰 ０２ ０􀆰 ０５ ［ － ０􀆰 １６９８，０􀆰 ０５５１］
　 中多样性观念（０） ０􀆰 ０４ ０􀆰 ０３ ［ － ０􀆰 ００５９，０􀆰 １３４９］
　 高多样性观念（ ＋ １ＳＤ） 　 ０􀆰 １０ ０􀆰 ０７ ［０􀆰 ０１１０，０􀆰 ３００２］
中介效应 － ０􀆰 ０９ ０􀆰 ０６ ［ － ０􀆰 １６０６， － ０􀆰 ００９０］
条件中介效应

　 低多样性观念（ － １ＳＤ） － ０􀆰 １５ ０􀆰 ０７ ［ － ０􀆰 ３３４４， － ０􀆰 ０４３０］
　 中多样性观念（０） － ０􀆰 １１ ０􀆰 ０５ ［ － ０􀆰 ２５４８， － ０􀆰 ０２８０］
　 高多样性观念（ ＋ １ＳＤ） － ０􀆰 ０６ ０􀆰 ０６ ［ － ０􀆰 ２２６５，０􀆰 ０１２４］

　 　 注：团队样本数 ｎ ＝ １１０；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样本数为 ５００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五、 研究结论与讨论

１． 研究结果分析

本研究辩证地看待创业团队的认知多样性与团队绩效的关系，以 ＣＥＭ 为框架，以信息决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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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社会分类理论为理论根基，构造基于整合视角的理论模型，旨在提供一个权变的分析视角；认
知多样性与团队绩效的关系没有绝对好坏之分，应该充分考虑不同机制的加总影响。 如果认知差

异过大，人人都有强烈主见且不容侵犯，那么情感背离所带来负向影响要远远大于知识信息分享整

合所带来的正面影响，因此，如何将认知多样性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是亟待深入分析的关键

问题。
本研究以 １１０ 个创业团队为研究对象，探究认知多样性对团队绩效的影响以及这一过程中知

识分享和情感支持的双中介作用与多样性观念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一是认知多样性对知识分

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认知多样性对情感支持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二是知识分享与情感支持在认知

多样性与团队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三是多样性观念会增强“认知多样性—知识分享—团队绩

效”这一积极路径，并减弱“认知多样性—情感支持—团队绩效”这一消极路径。
进一步分析：在任务层面，认知多样性往往趋于积极方面，即认知存在差异的员工，会拥有差异

化的信息源以及多样化的知识结构，更容易激发对信息与知识的整合汇总 （邓今朝和王重，
２００８） ［６１］。 然而在关系层面，认知多样性往往趋于消极方面，即认知多样性会导致持不同价值观的

成员发生情绪波动甚至造成人际关系紧张，而不是引发大家对低互动质量的反思和改善，更多情况

是造成人际冲突，并听之任之。 也即，基于任务的信息知识整合有利于“另辟蹊径”并指向更佳的

团队结果，成员均会因此获益（李树祥等，２０１２） ［６２］。 更简单来讲，在任务方面，团队成员之间是福

祸相依的，任务的完成与否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绩效表现，但是关系和谐与否并不会直接影响客观

的绩效表现，因此团队成员较少会深刻剖析人际冲突的根源，而是选择针锋相对或者逃避。 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认知多样性导致积极的知识分享和消极的情感疏离。
２． 理论意义

第一，在此前关于认知多样性与团队绩效的研究中，多基于单一视角（积极或消极），而未整合

双重影响路径并进行对比分析，这未免会遗漏积极与消极效应共同作用下对整个“研究故事”的综

合认知，有可能会忽视一些重要的研究议题。 本研究构建“认知多样性—知识分享 ／情感支持—团

队绩效”的双中介模型，通过全面探讨和对比分析，呈现出认知多样性“亦正亦邪”的双重功效。
第二，本研究巧妙地将团队的影响过程（知识分享与情感支持）划分为两类：“任务”层面和“关

系”层面，并深入探讨任务层面的知识信息共享以及关系层面的情感支持或疏离如何解释认知多

样性对团队绩效作用的黑箱，由此有助于厘清以“任务”为中心的视角和以“关系”为中心的视角如

何看待多样性认知。
第三，本研究探究团队成员对待认知多样性的态度（即多样性观念）在认知多样性与知识分

享 ／情感支持之间发生的调节作用。 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如何控制认知多样性这把“双刃剑”，放
大积极效应并抑制消极效应，有关情境因素的探讨将管理学“权变”的精髓阐述得淋漓尽致。

第四，以往的研究多关注普遍的工作团队的多样性对团队效能的影响，本研究以创业团队为研

究对象，并且探讨了创业团队的认知多样性对团队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可以丰富创业团队多样性的

研究，给创业团队的管理带来指导性建议。
３． 实践意义

第一，在任务层面，基于“整合”视角，当创业团队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意味着团队成员会有

丰富的经验以及经历积累，也会存在着差异化的信息资源以及知识结构，因此会激发成员彼此进行

交流与分享，并综合多渠道来源的信息，促使团队任务的顺利开展。 因此，应该鼓励有较大认知差

异的创业团队成员关注对于任务层面的差异，鼓励有不同认知的团队成员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与想法，在互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信息与知识会得到综合地整合，任务也会得到更加全面地剖析，
从而绩效得到质与量的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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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关系层面，基于“分类”视角，创业团队成员当遇到较大的认知差异时，很容易激发分

类机制，将不同类别的人进行分类，并排斥与自己相差较大的人，进而对于团队绩效的全面发展与

提升是一大阻碍。 因此，创业团队的领导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弱大家对关系层面相似与否的认

知，更多地引导成员关于任务的关注度，从而加强多样性的认知益处，并减弱其带来的情感疏离，只
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多样性的团队向一个良性的方向发展。

第三，当团队成员认为多样性有益时，“认知多样性—知识分享—团队绩效”的积极路径得以

放大，“认知多样性—情感支持—团队绩效”的消极路径得到抑制。 因此，对于异质性程度比较大

的创业团队来讲，团队领导应该鼓励并且引导团队成员关注团队多样性的益处，或者通过某些途径

（例如奖惩）来激发团队成员采用更加包容的态度对待多样性和差异性，从一定程度上减弱团队成

员对多样性的消极排斥行为，进而最大程度上重视多样性的益处，才能有益于多样性发挥积极的

效应。
４． 研究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但是也存在很多局限性，亟需后续研究进行更深入的探

讨。 第一，认知多样性与团队绩效“倒 Ｕ 型”关系值得深入研究，本研究基于积极视角和消极视角

综合探讨认知多样性对团队绩效的影响，并且认知差异过小，知识分享整合不够完善，认知差异过

大，情感疏离会比较严重，因此认知差异过大过小可能均不利于团队绩效的提升，由此推断认知多

样性与团队绩效可能存在“倒 Ｕ 型”关系，但目前的相关研究并没有进一步进行实证探讨，这有可能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问题。 第二，情境变量的探讨略显单薄，本研究只探讨了团队成员对待认知多

样性的态度是否会影响认知多样性效能的发挥，然而任务特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团队成员对认知

多样性的容忍范围，对于复杂性与相依性较高的任务，多样性认知更多被认为是完成任务目标的“超
级武器”，而非是造成情感疏离的“罪魁祸首”，因此，任务特征的具体化考量很有必要。 第三，本研究

只是探究认知多样性如何影响团队绩效，虽然可以“以点带面”研究多样性的复杂效应，但是未免有些

单一，应该扩展研究的范围，从更全面的角度探究多种多样性（即表层多样性及深层多样性）对团队绩

效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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